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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与早上嘴扮孑千生产
:

从《生育制度 》到实践理论

王 铭 铭

翻开 19 8 1 年夭津人 民出版社重刊之费孝通旧著《生育制度 》① ,

扉页上记着我购书的 日

期
: “ 1 9 8 4 年 10 月 31 日

” 。

十多年前买这本书时
,

我还是一个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本科

四年级学生
,

当时购买费著的冲动
,

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
,

只记得林惠祥先生的《文化人类学 》

拉我进 了人类学之门
,

而费先生的诸多作 品则使我初步贴近了社会人类学的解释体系
。

与《乡

土中国 》
、

《美国与美国人 》等书一样
,

《生育制度 》所提 出的理论在当时曾给予我深刻的印象
。

现

在
,

我的社会区位处境已经与十年前十分不同了
。

1 9 8 7 年我前往半个世纪以前费先生曾就学

过的伦敦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
,

直到 1 9 9 4 年我才来到北京
,

在费先生创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所工作
。

近 日从头到尾重新翻阅了这本书
,

我发现以往的理解局限于书中的内容
,

没有领略它的学术定位
。

在西方人类学作品的汪洋中漫游多年之后
,

回到费先生的世界 中来
,

我增多了许多广泛的联想
,

而几乎无法把精 力集中在文本范围之内
。

(一 )

费著让我想到的是社会人类学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论和社会结构论
,

不单是书名上宣明的
“

生育制度
” 。

即使我把注意力集中在
“

生育制度
”

上
,

也难以避免地联想到各种各样的亲属

( k in s h i p )制度理论
,

如 E v a n s 一 P r i t e h a r d
,

M e y e r F o r t e s
,

M a u r i e e F r e e d m a n ,

以致近年的 M a u -

r i e e G o d e l i e : 和 M a r i l y n s t r a t h e r n
等等的观点

。

费著是汪洋中的孤舟还是汇入大海的溪流 ? 关

心中国社会科学家在全球
“

理论印刷体系
”

中地位的学者
,

自然会急于回答这个问题
。

不过
,

我

只是到最后才对此有所感想
。

二十世纪的社会人类学者向社会作出一个 引人的许诺
,

他们声称要通过深入的田野工作

和跨文化的思索为理解人及其生活的本质作出贡献
。

尽管多数社会人类学者的田野地点在非

西方传统社会
,

他们的关切点均在于现代社会的原型
,

其所要论证的也大多是远方社会中人生

的基本形态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得以重现
。

本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理论是功能主义
,

而功能主

义又分为 M al i n o w s ik 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功能论和 R a d C ilf f e
一

B or w n 的社会结构功能论
。

两者

对十九世纪的进化论持否定的态度
,

认为人的生活有其永久存在性
,

并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得以

回归
,

从而不是受人类发展史决定的多变特质
。

不过
,

两位人类学大师对于人的生活基质是什

么有不同的看法
。

M a h on w s ik 认为
,

文化和社会形态富有多样性
,

但它们不是人的基本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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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的基本特质是作为个体存在
、

具有基本共同需求的主体
。

这个观点隐含一个看法
:

由于

人的需要主体性代表 人性
,

因此现代社会才出现人文主义的回归
。

R ad
o il f f e

一

B or w n 则认为
,

人

的基本特质是社会生活
,

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结构
,

需要不表现为个人的主体需要
,

它本质上

是社会构建的需要
。

也就是因为社会构建的需要
,

现代社会才出现社会共同体的回归
。 ②

原版于 1 9 4 9 年的 (( 生育制度 })就是在 M a l i n o w s k i 与 R a d e l i f f e
一

B r o w n 的理论论争背景 下

写出的
。

就我个人的理解
,

费先生之所以提 出
“
生育制度

”
理论

,

原因是为了对方法论个人主义

和社会结构论加以协调
。 “
生育制度

”

指的是围绕人的生物个体的复制展开的社会制度建构
。

费

孝通认为
,

人的基本需要就是 自身的种族繁殖
。

但是
,

人的繁殖只是表面上看才是生物体的复

制 (或
“

再生产
”
)

,

事实上它是社会的复制
。

换言之
,

M a li n o w s k i 的主体性和 R a d e l i f f e
一

B r o w n

的社会性是充分统一的
,

不存在超主体的社会
,

也不存在超社会的主体
。

初看起来
,

生育完全是

两性之间的生理交往的结果
。

但在事实上
,

两性的生理交往离不开社会交往
。

生育的社会性首先表现在怀孕与养育的连续性上
。

这两个表面上分离的过程实际上都是

在
“

家
”

的社会区位中展开的
。

进化论人类学者 (如 M or ga n) 曾经主张
,

在
“

家
”

还不存在的时

代
,

人 自身的繁殖也可以进行
,

没有
“

家
”

的人身繁殖使原始人对
“

父
”
和

“

母
”

不存在确定的识

别
,

而仅能够以广泛而混乱的社会类别来界定亲子关系
。 “

家
”
是随着财产关系的私有化而产生

的社会类别
。

费先生认为
,

M二 ga n 之后
,

R ob
e r t L o w ie 等人类学家提供的许多证据说 明

“

群

婚
”

的看法是早期人类学者的想象所致
,

实际上并不存在不识父母的子女
,

即使存在不识父也

难以避免识母
,

因为人都是从母体中生育出来的犷并且
“
只识其母不识其父

”
往往 只是个别的例

外
。

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一系列社会制裁规则
,

用来惩罚那些
“
正常

”
生育之外的人类个体复

制
。

例如
,

私生子常要面对相当大的社会压力
。

个体的出生不只是生物体的出现
,

而且是社会

身份的出现
,

而社会身份的背景就是新生婴儿所处的
“

家
” 。

在
“

家
”

的社会区位 中
,

子女不仅是

父母的生育成果
,

而且也扮演着维系父母家庭关系的角色
。

,

因而
,

人的生产同时也是
“

家
”

的再生产
,

而
“

家
”

是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形式
,

它兼有满足

M ial on w s ik 的个人需要和 R a
dc ilf fe

一

Br
o w n

的社会结构需要的两种功能
。

一方面
,

作为经济社

会单位的
“
家

”

使个体的人得到初期保护和培养 (即
“
抚育 ,’ )

,

使之在获得独立社会身份之前拥

有一定的能力和社会认同
。

另一方面
, “

家
”

是社会赖以稳定其伦理和结构秩序的基层单位
,

它

促使个 人服从社会的基本规范
。

社会关系的
“

基本三角
”

就是父一母一子的
“

亲子关系
” 。

费孝

通说
:

“
为 了生活的需要建立 不同的社会关系

,

社会关系包括感情和行为 的内容
。

家庭是最

早也是最基本 的生活集 团
,

因之它是社会关系的养成所
。

家庭生活中所养成的基本关系
,

在生活 向外推广 时
,

被利用到较广的社会场合上去
。

个人在家庭之外去建立社会关系最方

便的路线是利用原有的家庭关系
。

这是亲属路线
。 ”
( 页 1 9。 )

(二 )

以
“

家
”

为中心去说明人的生活和社会结构
,

使费先生把
“

家
”

之上的社会层次看作是
“

次

级
”

的社会制度 (这一点颇为类似
“

文化与人格
”

学派的
“

初级制度
”

和
“

次级制度
”

的划分 )
。

在

《生育制度 》一书中
,

费氏多次提到家庭社会关系之外的氏族
、

地缘等关系类别
,

他认为超越家

庭局限的社会区懂和关系体系有的是家庭关系的推衍和发挥
,

有的则是独立于家庭关系
、

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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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以及社会行为的制度体系
。

在他看来
,

由家庭生 育制度推衍 出来的
“
扩大式家庭

”
( ex p a n 比

ed fa m il y )等社会关系类别
,

进一步证明生育 (和抚育 )制度对于
“

社会集团
”

形成的重要性
,

而

超越家和亲属制度的地域性政治经济团体则不一 定是所有人类必需的制度
,

而 只是法权关系

扩展的后果
,

与人的基本特质形成了较大距离
。

这种说法与早期人类学的理论形成 了很大差别
。

早期人类学者在探 讨社会制度时多从演

化的角度把氏族
、

亲属
、

家庭说成是可以分 出历史先后的制度形态
,

主张家庭这种小型社会

— 法权单位的出现是人类后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

费孝通认为
, “

家庭
,

亲属
,

氏族并不必一 定

要分出历史上的先后
,

它们尽可以同时发生
,

不但不冲突
,

而且
`

是相成的
; 一 直到现在还是可以

并行不悖的
。 ”

(页 1 9 3 )

费氏之所以对生育制度进行考察
,

为的是寻找不同人文类型背后人的一致性特质
。

在费氏

写出《生育制度 》之后的二十年
,

法国结构人类学者 l
才。 v i

一

st
r a us s 提出一个主张

,

声称人类学者

的任务在于从文化的变异中归结出全人类共通的
、

可供跨文化解译用的
“
语法

” 。

而在此之前二

十年
,

费孝通就已经从另一个角度提出
“

文化翻译
”

的问题
。

他说
:

“
文化科学不能不建筑在一套叙述文化事实的名词上

,

而供给名词 的语言体系总是属

于特殊文化 的
。

用 甲文化的名词来叙述 乙又化 甲的事实
,

时常会发生困难
,

因为 甲文化 中

的名词 的意义是养成在 甲文化的事实之 中
.

下乙 交
_

化若有差别之 处
.

乙文化 的事实就不

易用 甲文化 的名词直接来表达了
。

这就是做文字翻译工作的人时常碰着
`

无法翻译
’

的地

方
。

可 是我们若不把
`

无法翻译
’
的翻译 出采

,

义化比较研究也就无从说起
。

要想把一切不

同文化中的事实能相互翻译得转
,

我们须有 一 套 可以应用于 任何特殊文化约普遍概念
。 ”

( 页 7 0 )

对于 L ve i
一

tS r a u s s
来说

, “
可以应用于任何特殊文化的普遍概念

”

就是
“
文化的语法

”
( c llt

-

ltL ar l gr a m m a r )
,

即不同词汇组合而成的表达意义的认识 论结构和
“

无意识模式
” 。

对于费孝通

来说
,

这种普遍概念就是组成
“
生育制度

”

的婚姻与家庭
。 “

换一句话说
,

生育制度的基本结构是

父母子的三角
,

而这三角是现在可以观察到的人类社会普遍的基本结构
。 ”

(页 7 7) 由于费先生

眼中的人类学是一种追求可以沟通的人类基本特性的人类学
,

因此他对于人的生活世界
“

非基

本特性
”

的符号
、

仪式
、

制度的解释便是基于
“

归结
”

的方法
。

L e vi
一

tS
r a tJ S S 把丰富多彩的文化形

式归结为认识论的
“
正一负

” 、 “
阴一阳

” 、 “

生一 熟
” 、 “

男一 女
”

对立统一律
,

而费孝通则将之归结

为满足人和社会组合需要的
“

男一女
”
交往

、

族群交往的中介形态
-

一生育 制度
。

(三

在费著出版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夭重读旧著
,

我的脑海里 自然充斥着一系列被认 为构成对
“

费氏定理
”
具有批评性冲击的理论

。

我在伦敦大学读过许多社会人类学专著
,

其中大部分是针

对费氏引用的功能论而写就的
。

早在 1 9 3 6 年
,

B a 、 。 、 。 、: 就发表了
“ N a v e n ” 一 书伪

,

试图通过对新

几内亚的独特仪式的描述
,

说 明社会人类学研究单看社
.

会结构不够
,

单 看个 人的需要也不够
,

而应该看社会结构
、

文化和个人的情感 (如通过仪式表现出来的激情 )之间的关系
,

并对个 人的

非理性情感在文化 中的地位加以关注
。

E v a l l S
rP it c h o r d 于 1 9 3 7 年发表 了《亚赞地人的巫技

、

神谕和魔术 》一书④ ,

初步表达了对社会有机体论和马林诺夫斯基个人需求理性满足论点的批

评态度
。

另一些学者 G lu o k m a n 和 L e a c h 则把研究中心转间被费先生视为是
“

次级制度
”

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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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治与权力过程
,

提出了
“

社会冲突论
”

和
“
社会过程论

” 。

接着
,

法国的 L ve i
一

S t r a us s 、

美国的

G e e rt z 、

英 国的 D 。 u g la s
等一反社会人类学 的传统

,

把思维和符号当成第一性的体系加 以探

讨
,

反对英式的
“

功利主义
”
和

“

庸俗的社会决定论
” 。

几十年来功能主义的修正和新的方法论的

出现
,

实际上代表 目前仍然悬而未决的四大人类学问题
:
( 1) 人类是普同性的还是文化特殊性

的? (2 )文化是实用的还是独立的象征体系 ? ( 3) 社会中的个人是社会和集体表象的产物或创

造者 ? ( 4) 社会是一体化的平稳格局还是动态的冲突过程 ?

提 出这些理 论的学者都不 了解费孝通的《生育制度 》
。

不过
,

他们所提出的着法却影响了一

大批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者
,

通过这些区域专家的表述
,

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对费氏的理论产

生了批评
。

举一个例子来说
,

英国人类学者 M a u r ic e
rF ee d m a n

就曾经运用非洲宗族理论来分

析中国人的生活
。 ⑤
他的关切点与费氏一样是亲属制度

,

但却不是作为
“

初级制度
”

的
“

家
” ,

而

是被费氏称为并不代表一般中国人生活的
“
宗族

”
il( n e a g e)

。

尽管 rF ee d m all 也是功能主义者
,

他却强调人类学者应该制造一种独特的
“
中国范式

” ,

与费孝通那种追求文化沟通和互译的态

度形成很大反差
。

受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
,

F er e d m a n
之后大量人类学者涌进了符号世界和单

向度的社会结构理论
,

使费氏曾力图创造的社会— 群体— 个人的辩证互动理论为
“

集体表

象
”
(。 o l l e e t iv e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理论所取代

。

我并不否认数十年来西方人类学者所提问题的意义
。

事实上
,

功能主义之后的一系列思考

及时提醒了我们
,

在从事人类学研究时
,

少用一些西方的理性论来解释社会和人的生活
,

避免

把学者 自身的社会模式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
,

多观察社会的复杂性
、

矛盾特征以及象征表现
,

多强调不同文化模式共同生存的权利
,

避免用普同性的实用逻辑来抹杀文化的特殊性
。

基于这

一思考
,

我们尽可对费氏的
“
生育制度

”

理论提出相应的反思
。

首先
,

费先生在说明
“

家
”

是人类

生活的
“
基本结构

”

时
,

会不会是以文化特殊的中国人的
“

家
”

去套
“
人类的普同性

”
? 在 《生育制

度 》中
,

费先生引用了远 比中国更为广泛的例证来说明家庭结构的普遍存在
,

这无疑说 明他不

将 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中国
。

但是
,

他对
“

家
”
的界定是否已经避免了本文化的词汇的影响 ?其次

,

费先生所谈到的家有可能只是特定文化对社会生活的理想界定
。

例如
,

.

中国人在意识形态话语

中常论及
“

孝道
” 、 “

家政
” 、 “
纲常

” 、 “

辈份
”
对于社会秩序建构的重要性

。

但是
,

与此类意识形态

话语并行存在的是许多家庭内部矛盾的文化事实
。

那么
,

用理想模式来理解社会现实是否合

适 ? 换言之
, “

家
”

是否只是一种超离于社会结构的符号解释体系
,

是否是社会中的人用来解释

自身社会处境的词汇体系 ?再次
,

费先生显然已力图在群体和个人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
。

但是
,

“

家
”
是否是这种契合点的关键 ?最后

,

强调
“

家
”

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忽略围绕着
“

家
”

的社会复

杂性
。

例如
,

中国的家不仅在内部存在利益冲突
,

其与外部社会 (和国家 ) 的关系也常常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紧张度
。

如何在理论上表述这种复杂的关系 ?

人类学家 S c h n e id e r
在其 《美国 人的亲属制度 》 ( 1 9 6 8) 一书⑥中指出

,

长期以来西方 人类学

的亲属制度研究表面上是基于对非西方亲属制度的本土称谓制展开的
,

而在现实上却深受西

方人对社会关系
、

利益以及权利的观念的影响
,

犯了把西方观念普遍化的错误
。

近年
,

人类学者

如 G e e r t z 在认识到西方观念在其研究中的
“

认识论支配
”
( e p i s t o m o 全o g i e a l d o m l n a n e e )基础上

提 出
“
从土著的观点出发

”
的 口号

,

试图用非西方的概念来分析非西方社会
,

表述可以替代西方

观念的文化解释体系
。

《生育制度 》所做的一部分工作与所谓
“
从土著的观点出发

”

的议论有不谋而合之处
。

诚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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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引用的亲属概念包括 M o r g a n 、

M a i n e 、

M a l i n o w s k i
、

R a d e l i f f e
一

B r o w , 1 、

F i r t h 等在不同原始

族群 中的发现 以及费孝通在江村
、

云南三村
、

花篮瑶社 区所见案例
,

并不局限于 中国汉 人的概

念
。

但是
,

阅读费著使我感到《生育制度 》给人以种浓厚的中国家庭伦理的感受
,

费先生似乎在

说明
:

通过洞察中国人对
“

家
”

的看法
,

我们可以了解人的生活基质在于人本身的再生产及与之

密切相关的社会再生产
。

在我看来
,

费先生的《生育制度 》代表一种潜力巨大的试验
,

这种试验

也就是用非西方的概念来研究人类生活与文化并以此作为依据创设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非

西方的社会认识体系
。

与西方亲属概念一样
,

费先生所运用的
“

中国概念
”
也有其 自身的文化独

特性
,

具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和文化科学解释力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但是
,

这个

问题的存在正好说明《生育制度 》对于社会科学克服西方认识论支配作出了迄今为止独一无二

的大胆尝试
,

其意义超越了 G ee rt :
近年提出的

“

土著人观念
”

自主性的看法
。

(四 )

在《生育制度 》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人类学认识论试验
,

要求我们对其主概念 的社会解释力

做一番验证 (t es t )
,

而在做这一番验证之前
,

我们首先应对被 费先生视为人类生活基本结构的
“

家
”

在中国本土社会的解释力加以辩析
。

在传统 中国社会中
,

历来存在
“

家天 下
”

的现象
。

以

“

家
”
为中心来构筑社会并

一

由此推衍出的国家与社会形态
,

与西方意义上 的
“ s t a et

”
和

“ n a t i。 “ ”

有很大差异
。

这并不是说
,

亲属继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制度
。

相反
,

费先生引据的许多案例说

明欧洲也曾有过亲属继替式的帝国体系
,

W
e b e r 的研究更进一 步说 明这种权力继承形态的普

遍性
。

不过
,

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
“

家天下
”

的社会时
,

我们务必注意到这种社会形态与中国历

史上两种制度有密切关系
。

前一种是周代建立并为儒家治人之道提倡者宣扬的
“
宗法制

” 。

尽

管
“

礼崩乐坏
”

在中国历史上常有发生
,

中国上层统治者和文化精英的社会秩序理想模式保持

了上古的
“

礼治
”

特点
。

所谓
“

礼
”
主要就是贵族与庶 民之间亲属继替模式的分离格局

。

费先生

在许多地方提到
,

大家庭大多存在于上层社会
,

庶 民的家庭形式多为小家庭
。

这种差异在 《周

礼 》分别对待贵族亲属继替和庶 民亲属继替的规模差异的强调中早已 出现
。

在宋以前
,

如果庶

民模仿
“

宗法制
”

祭祀五代以上的祖先是会被当成破坏礼制而被制裁的
。

但是
, “
宗法制

”
到了宋

代理学出现之后被推崇为另一种制度
,

我们权且称之为
“

庶民化的宗法制
” 。

这后一种制度允许

民间以贵族的礼制构筑自身的社会秩序
,

这在 明代以后被统治者和一些社 区所采用
,

使中国一

些地区出现了 F r ee d m a n
所描述的

“

宗族村落
’ ,

现象
。

G ee r t : 在所著
“ N eg ar a ”

( 1 9 8 0) 一书⑦中描述了一种与西方
“

国家
”

十分不同的
“
剧场国家

”

( ht ea t o
s at et )形态

,

通过描述巴厘人社会中传统政治的戏剧性象征形式
,

阐明了一个被西方

人忽略的政治关系维度
,

即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
。

从十六世纪开始
,

西方的政治理论一

直侧重对政治控制和服从
、

领土内部暴力的垄断权
、

统治阶级的存在
、

不同体制中大众意愿的

本质和表述方式以及处理冲突的实用手段之类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

政治象征符号
:

庆典
、

国

徽以及宗教神话
,

在西方被当作意识形态来处理
。

在西方人的眼中
,

它们无非是在追求基本利

益和实现权力意愿的过程中
,

起动员作用的手段而已
。

相 比之下
,

巴厘人的国家概念强调身份

和庆典形式
,

它是一种
“

模型和复制
”

的秩序概念
。

正如吉尔茨所言
, “

国王来了又走 了
, `

可怜的

权力来了又去
夕

隐匿在称谓之中
,

固定在仪式之中
,

湮灭于靓大 火之中
。

但是它们所表达的… …

依然没有改变… …更高的 政治驱使力在于
,

借助推戴一个国王来建构一个国家
。

国王越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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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尽美
,

中心就越典范
。

中心越典范
,

王国就越真实
。 ”

庆典和国家的戏剧形式并未否认权力和

控制
、

力量与服从
。

相反
,

它们是政治现实化的一种途径
,

它们也同样刻划了西方人的政治生活

特征
,

只不过并未被西方人充分承认
。

中国人
“

家天下
”

的形式很 可能也是一种与西方意义上的
“ s t a t e ”

不同的权力格局
。

G ee r tz

说
,

西方人的
“ s t a t e ”

与巴厘人理解中的政权形态十分不同
。

在中文
, “ s t at

e ”
一般被译为

“
国

家
” ,

与原本根源于权力集装器的
“ s t a t 。 ”

已有不同的意思
。

在西方的界定 中
, “ s t a t e ”

指超离于
“

家
”
和社会区位之上的集权

,

而
“
国家

”
则把

“

家
”
(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

“

生育制度
”
)和

“
国

”
(以

地缘为中心的
“

社会支配制度
”
)揉合起来

,

形成
“
无家便无国

,

无国便无家
”

的政治辩证法
。

以此

观之
,

中国历史上
“

家天下
”

实可分为统治模式和社会组合模式两类
,

其共同基础就是费先生所

说的
“
生育制度

” 。

通过帝国政治和 民间社会制裁的力量
, “

家天下
”

作为一种人与人相处的伦理

模式和社会统治模式的揉合形态的确存在过
,

因而其符号体系 (礼制 )也的确反映中国人的 日

常生活与政治追求
。

当然
,

这种一致性并不排斥中国社会中的权力分化
、

社会冲突
、

理想与现实

的分离
。

有一句俗语说
, “
忠孝难以两全

” ,

意思是 中国人往往难以同时实践
“
忠君

”
(国 )和

“
尽

孝 ,’( 家 )
,

而不得 已在
“

国
”
和

“

家
”

之间选择一种作为人生的主要义务
。

这说明
“

家
”

与
“
国

”

的利

益之间现实上存在许多矛盾
。

G luc k m a n 提醒我们注意的社会冲突现象在 中国的确也广泛存

在并主要表现在分家时的争端和家族间的械斗上
。

可见
, “

家
”

并非是中国社会充分一体化的机

制
。

在很大程度上
, “

家
”

与
“
己

”

的观念是等同的
,

也是相对于
“
人

”
(即

“

他人
”
)和

“

公
”
而言的单

位
,

其与
“
国

”

揉合很可能反映中国人对
“
国

”
的一种理想和意识形 态想象

。

尽管西方也存在亲属继替性的帝国体制
,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的生育制度代表的是一个

独特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互动体系
。 “

家
”

的中国独特性促使费先生在写作 《江村经济》 ( 1 9 3 9) 一

书时采用拼音
`

℃hi a ”

对之加以直接音译
,

并开宗明义地 说
“

在该村中
,

基本的社会团体是家

( C hi a )
。

这种团体是一种扩大式的家庭 ( ex p a n d e d fa m il y )
,

其成员拥有共同财产
,

保持统一财

务记帐的制度
,

通过分工合作构成共同的生活样式
。 ”

(页 27 )

我在这里强调
“

家
”
是中国独特的制度

,

并不是为了重新恢复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 》中

批判过的社会进化论
。

许多资料证明
,

进化论的婚姻家庭发展序列是站不住脚的看法
,

它的背

后隐藏着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认识论
,

这种认识论致使许多早期人类学者用婚姻家庭的

发展模式来标示现代西方法权和契约伦理的优越性并为现代西方法权和契约伦理取代非西方

传统提供合理性论据
。

从这一点看
,

费先生用中国人本土的
“

家天下
”

伦理概括人类生活基质的

做法
,

已经构成了对人类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批评 (c ul t u r al 。 r iit q ue )
。

在我看来
,

这种

文化批评包含两大内容
:

其一
,

它强调非西方文化观念在社会理解 中与西方概念具有同等 (或

更贴切 )的解释力
;
其二

,

它强调不同文化 间的可沟通性和不同文化生存的共同权利
。

不过
,

当费先生用中国人的
“

家
”

去概述人类生活的基本特质时
,

他的确面临一个矛盾
。 “

生

育制度
”

可能是人类的通性
,

但是
“

家
”

却可能是中国独特的制度
,

用一个文化特殊的制度来总

结人类通性也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
。

在 19 9 3 年发表的
“
个人

、

群体
、

社会
”
一文中 ( 引自《学术 自

述与反 思 》
,

三联 1 9 9 6 版 )
,

费先生反思了《生育制度 》的理论问题
,

指出该书代表一种
“

社会是

实体
、

个人是载体的论调
” ,

并指出在费先生 自身的后期理论实践中已
“

认识到社会和个人是辩

证统一体中的两面
。 ”

(页 2 2 2) 就我的理解而言
,

社会和个人两分的观点论的确使 《生育制度 》

过于追求一种
“
生产社会

、

同时生产个人
”
的制度 (即

“

家
”
)

,

从而使费先生把文化独特制度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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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通性
。

这一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人类通性和文化独特性的辩证观转向文化的相对

观 ( c u l t u r a l : e l a t i v is m )
。

相反
,

早期的文化相对观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

而后来 G e e r t z 那种完全

把非西方与西方对立起来看的论调也被证 明是韦伯文化理论的简单复制
。

《生育制度 》的理论核心不是
“

家
” ,

而是对人与社会同构关系的探讨
。

费先生讨论
“

家
”

的制

度
,

只是为了说明人在再生产其个体的同时也再生产了社会
、

只是为了说 明人的再生产是人类

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状况
。

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
,

费先生指出不同文化中的事实可以
“

翻译得

转
” 。

从人和社会的再生产出发去发现
“
一套可以应用于任何特殊文化的普遍概念

”

是《生育制

度 》的核心追求
。

这种追求曾在功能主义人类学中得到初步说明
,

而《生育制度 》则把功能主义

没能说清楚的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
。

可惜的是
,

费著出版后的半个多世纪
,

文化之间的鸿沟不

仅没有在 日益频繁的交往中得以填平
,

反而因意识形态矛盾而处于逐步拉宽的局面
。

人和社会

再生产同构的理论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在欧洲作为一个主要议题重新出现
。

值得叹惜的是
,

到

此时
,

由子欧洲社会思想界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忽视
,

更由于欧洲
“
主流思想家

”

受文化及语言障

碍 的影响对费先生的《生育制度 》一无所知
,

因此这种理论已
“

毫不尊重知识产权
”
地被当成欧

洲的独立发明了
。

(五 )

近年在欧洲重新提 出人和社会的辩证同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 iP
e rr e

B ou
r id e 、 1 。

与半个世纪以前的费孝通一样
,

B o t : r id e u 经历了从人类学转向社会学的过程
,

也试

图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结构论之间寻求契合点
,

试图以此契合点来阐述人类生活的通性
。

对于无法回避具有法国色彩的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的 B ou
r id e u

来说
,

贯通人和社会的现

实的桥梁也就是社会结构和存在之间的中介
,

而这一中介就是客化了主观世界并 内化客观世

界的实践 ( p ar c
ict

e )
。 “

实践
”

是 B ou dr iet
l 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词汇

。

马克思早就指出
,

人的存

在是实践的
,

而非观念的
。

同时
,

他还指出了人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
,

强调人创造历史但并不

全然 自由
、

不受客观制约地创造历史
。

B ou
r id e t : 对这一实践观作出重新的界说

,

对
“

实践
”

的三

大特点进行论述
:

1 )人的实践是在社会时空之中发生的
,

同时也不断再生产和修改社会时空制度
。

任何社会

和群体都有一定的时空观
,

社会中的人的行动受制于一定的时间程度和空间构架
。

一方面
,

人

的活动复制了社会时空的模型
; 另一方面

,

这些模型是在人的不断实践中被
“
生产出来的

” 。

2) 实践不是全然有意识的
。

人在活动的过程中有其 目的性
,

但是他们并不可能完全地
“

组

织
”
和

“

操纵
”
活动

,

而是在活动 (实践 )中不断习得
、

复制
、

创造游戏规则
,

而且这些规则可以成

为大多数人想当然的常识
,

久而久之变成 内化和观念化了的客观结构 ( d ox
a )

。

3) 不过
,

实践并非是必然的社会现实和规则的复制
,

而具有一定的
“

艺术意味
” 。

人在实践

中常带有
“
即兴发挥

”
i( m p r o vi sa it o

n) 的能动性
。 “
即兴发挥

”

指的是人主动地利用社会时间的

间歇以及社会空间的间隙
,

使 自身的超常行动成为策略性的资源
。

换言之
,

人的实践可以有个

人性的目的
,

可以促使社会结构的客观制约变成个人在社会中的谋略的工具
。

有关人 类行 为的理 论
,

可以分 为
“

理性 主 义
”
( r a t ion

a h s m ) 和
“
反 理性 主 义

”
( a nt i r a

-

t io an ils m )两类
。

前者强调行为的目的性和意识理念的决定性
,

后者强调存在的偶然性和情绪

性
。

B ou
r id e u 的实践论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联结点

,

他的
“
实践

”
因而不完全是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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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谋求利益的活动
.

也不完全是受制干非人的客观制度的偶然行为
,

而是兼而有之的活

动 (或行 动 )
。

实践 的两面性 特点 表现在
“
惯 习

”
的构造 之上

。 “
惯 习

”
一词 源于拉 丁文 的

,’h a ib 1tt
s ”和希腊文的

“
h。 ix s ” 。

B o u r icl e、 , 用它代指人在后天的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与客观条件相

适应的
“
有衍生力程序

”
( g e n e r a t iv e s e }: e n l e s )

。

在 ((实践理论纲要 》 ( 1 9 7 7 )一书中⑧
。

B o u r d i e u

说
:

“
身体 的惯 习 ( b o id l y he 石

s )是被 转化为躯体化永久配 置的政治神话
,

是举止
、

言语
、

以及感受和思考 的持续性方式侧
: J ,

·

。 bl e m a n ,: er 》
· ·

…这种 肉体化 的原则是超乎意识控制

的
,

因而 也是 自发和有意转型所不可 及的
.

甚至不 可 能是外显的 e( x p h o it 》
· ·

…
”
(页 8 7)

对于 B o ltr id e u 来说
,

身体 ( b o d y )是实践的主体
,

因而是生活方式基本要素与惯 习的实践

类别的承载体
,

是社会化过程的起始点
。

身体在时空间的动态以及与其它主体和社会环境的互

动
,

促成一定的行为与观念配置 d( is p os iit on
s )

,

复制和再生产惯习的制度
,

并使之成为经验和

学习的内化规迹
,

促使惯习成为有社会力量的资源
。

换言之
,

惯习是主体互动的习惯性方式
,

是

主题感知和行动的模型
,

因而是实践联结社会与个人的途径
。

惯习使个人的社会实践成为再生

产制度的 中介
。

同时
,

惯习也使个人的即兴发挥获得社会 力量
。

这表现在
,

有竞争力的社会表

现总是为常人的时间表所制约
,

为常人的常识所标注
。

惯习的形成和作用
,

体现出实我与理性

决策的差异
,

说 明理性选择理论的错误所在
。

同时
,

惯习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策略
,

反映了人的

实践的 目的性在于获取一定的社会承认和社会资源
。

B o ltr id eu 在论述主体
、

实践
、

惯习与
“
客观社会现实

”
之间的关系时

,

反对把主体和客体全

然分离开来的社会学态度
,

主张主客体的揉合是社会存在的基本特点
。

反过来
,

这种揉合论说

明他的实践和惯 习概念的分析和描写价值
。

同时
,

它也说明 Bou
r id e t ,

所指的社会不是一个大

社会整体
,

而是域化了的社会空间和他所界定的分合
“

场域
”
( if e ld s )

。 “

场域
”

的概念是受 W
e -

b e r
的社会力量 ( s o e i a l f o r e e s )和 D u r k h e i tn 的社会分化 ( s o e i a l d i f f e r e n t ia t i o n )观影响下提 出

来的
。 “

场域
”
指的是 网络

,

或强加于个人中介者身上的
、

客观地位 ( p os iit on
s )之间关系的形貌

( c ol l if g ltr a it o sn )
,

是权力分布的结构
,

是个人赖以获得利益的空间范畴和个人地位间客观关

系的领地
。

具体地说
,

与
“

场域
”

密切相关的有两个概念
: “
地位

”
和

“

社会空间
” 。

一个
“

场冲戈
”
是

由一系列 由个人实践者占居的
“
地位

”
组成的结构化体系

。

不同的
“

场域
”

之间形成互渗和交揉

的网络
,

构成社会空间
。

个人与
“

场域
” 、 “

社会空间
”

的关系
,

一方面是受制于后者的配置
,

另一

方面是通过
“

地位
”

的占居争夺社会提供的
、

由
“
社会空间

”

和
“
场域

”

客观地界定的
“

利益
” 。 “

地

位
” 、 “

场域
” 、 “
社会空间

”

的存在和后果
,

导致社会中的客观文化产品 (生活方式 )
、

居住模式
、

知

识差序
、

社会阶级
、

威望等等
,

既成为制约人的实践的制度
,

又成为个人的经济
、

社会
、

文化
、

符

号资本 ( 。 a p it a l )
,

既成为实践的惯 习
,

又成为实践的 目标
。

B ot
l r id e u

与费先生一样关注同构个人和社会的过程
。

不过
,

与费先生不同
,

他认为不同类

型的社会实践均可以扮演人和社会再生声的角色
,

家庭生活的实践仅是特定区位中的实践之

一种
,

再生产个人和社会的制度还包括了学校
、

商场
、

传媒
、

仪式
、

话语等等
。

换言之
,

人和社会

的
“
生育制度

”
是社会实践本身

,

而不是社会中的特定单位 (如
“

家
”
)

。

在
“

个人
、

群体
、

社会
”
一文

中
,

费先生与 B ot
,

dr i e u 不约而同地说到这一 人的具体实践的能动性 问题
,

他还进一步阐述 了

社会规范与人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 问题以 及个人及其
“
社会角色

”

再生产的过程问题
。

叫也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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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评论演员时
,

总是看他是否进入 了角色
。

进入 了角色就发挥 出演

员的积极性
,

演好了戏
,

演唱的好坏还是决定于 演员本身
。

明白了这一 点
.

个人和社会 的关

系也就明白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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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出版于五十多年前的《生育制度 》联想到了近年相当流行的 B ou dr ie u
实践论

,

难免犯

了
“

漫无边际
”

的嫌疑
,

因为这样的联想既是跨时代又是跨文化的
。

如果说这
“

漫无边际
”

的联想

有什么含义的话
,

我愿意说它的含义就是指出个 人
、

群体
、

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一直是社会科

学研究者追求的理论境界
,

也是社会人类学者长期以来试图赖以协调文化特殊性和人类普同

性之间的认识论张力的途径
。

费先生的《生育制度 》如此
,

B ou dr i e u
的实践论也如此

。

通过阅读

费著
,

我发现的是费先生提出的具有开创性意义而迄今尚未得到圆满解答的问题
。

尽管一般社

会科学研究者与社会人类学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人与社会的理解
,

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

前者常司空见惯地把社会解译模式的确立视为探讨 目标
,

而后者在寻求人类的通性 时尚需要

面对文化特殊性的挑战
。

费先生开创的是一条通往文化互为解译
、

相互映照的路径
,

这条路径

的曲折体现在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所受到的 自身文化制约
。

B ou dr ielt 也在寻求文化互译的可

能性
,

他的路子可以说延续了费先生早已创设的
“
人与社会再生产

”

的
“
生育制度

”
路径

。

但是
,

由于文化沟通的缺乏
,

这一承先启后的程序不幸地表现为互相隔绝的学术独创
。

由此
,

《生育制度 》的再解读使我想起许多虚拟的
“
如果

” :

如果费先生能够沿着《生育制度 》

的路子往下走
,

他会不会发现类似于 B o ur id e u
实践论的东西 ? 如果 B。盯 id e u

读过 《生育制

度 》 ,

他会不会承认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来 自中国 ? 如果我们像本文一样把费先生与 B ot ,dr ie u

并置在同一个理论思考中
,

我们会发现什么结局 ?当然
,

在对这些问题作解答时
,

我们更直接面

对的是另外一些间题
:

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互相理解和 自我文化省思时是否可能依据同一话语

体系
,

或者是否一定要使话语表现出自身文化的特殊性 ? 文化特殊性是表象还是实质 ? 对于后

两个问题
, 《生育制度 》与其说提供了一个答案

,

还不如说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

而无论我们后来

者如何解答这个问题
,

前三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
,

因为我们需要学术传统的继承和跨

时代
、

跨文化的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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